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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东方谋略思想看战略管理方法论的挑战ꎬ 兼评

Ｒｅｕｅｒ、 Ｌｅｉｂｌｅｉｎ 和 Ｌｉ (２０２０)∗

□ 罗肖依　 孙　 黎

∗　 本文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 “公司主导联合体利益相关者取向的价值创造机制研究” (７２００２０９１) 的

资助ꎮ

　 　 摘　 要: Ｒｅｕｅｒ 等 (２０２０) 指出战略管理领域的理论呈现多元化、 碎片化的状态ꎬ 呼

吁通过四大经典问题进行整合ꎮ 本文论辩东方谋略思想与西方战略四大经典问题有不同的

兴趣点ꎬ 战略学科的碎片化其实有利于东西方不同战略哲学的对话与交流ꎻ 通过多元方法

论的装备ꎬ 中国学者可以复兴东方谋略思想ꎮ 因果识别是战略管理方法论上的一个重要演

进趋势ꎬ 但是以统计模型为主导的因果推断与追求整体论的东方谋略思想有很大的差异ꎬ

遮盖了战略现象的丰富性ꎮ 从东方谋略立场出发ꎬ 本文评价了战略领域因果识别的实验、

准实验及现场试验研究方法ꎬ 以及能够解决复杂因果关系的定性比较分析方法ꎮ 此外ꎬ 随

着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的兴起ꎬ 运筹学、 计算语言学及生物信息学等领域已经开始放弃因果

识别的分析方法ꎬ 转向预测的方法ꎬ 面对这样的挑战ꎬ 中国战略管理学者应该更新方法论

的装备ꎬ 体现东方谋略所强调的竞争动态性、 不确定性以及格局观ꎬ 从而为全球战略管理

学科的发展做出卓越的贡献ꎮ

关键词: 战略管理ꎻ 东方谋略ꎻ 研究方法论ꎻ 定性比较分析ꎻ 大数据ꎻ 人工智能

一、 引言 (战略管理中的多元理论范式)

Ｒｅｕｅｒ、 Ｌｅｉｂｌｅｉｎ 和 Ｌｉ 三位教授的论文 «战略管理的基础与未来: 对中国学术的

启示» 分析了战略管理领域发展历经的四个阶段: 战略管理的诞生、 战略管理经典

问题的具体化、 战略管理领域理论基础的深化和发展、 战略管理研究的专业化和因

果识别方法ꎮ Ｒｕｍｅｌｔ 等 (１９９４) 确立了能够独特定义战略管理领域的四大经典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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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的行为是怎么样的ꎻ 为什么企业是异质的ꎻ

什么因素决定了企业的范围ꎻ 什么因素决定了

企业跨国竞争中的成功或失败ꎮ 一直以来ꎬ 战

略管理领域的研究想要回答的问题是: “组织如

何通过它们在市场中的行为及资源配置决策来

创造和获取价值ꎮ” 这些经典问题激发了战略学

者更为系统地发展和检验命题ꎬ 东方学者似乎

在定义战略的时候ꎬ 更受到孙子等兵家传统的

影响ꎬ 追求战略的最高境界不是 “百战百胜”ꎬ

而是 “不战而屈人之兵”ꎬ 战略更应该是谋略ꎬ

也就是在竞争中更巧妙地运用资源与力量ꎬ 组

织上实现 “奇正相生”ꎬ 从而避实击虚、 以弱胜

强ꎬ 而最终检验战略的试金石不是西方 “竞争

中的成功或失败”ꎬ 而是组织的生生不息 (罗肖

依和孙黎ꎬ ２０１９)ꎮ 当然ꎬ 西方战略从 «圣经»

中雅各的欺诈、 大卫出其不意打击歌利亚开始ꎬ

到奥德修斯、 马基雅维利ꎬ 再到克劳塞维茨ꎬ

也都强调欺骗、 诡诈、 迂回、 速度等各种策略

(Ｆｒｅｅｄｍａｎꎬ ２０１５)ꎮ 反映到现代西方战略研究

中也考虑如何巧妙地运用资源与力量ꎬ 比如资

源配 置、 拼 凑 ( ｂｒｉｃｏｌａｇｅ )、 结 构 ( ｃｏｎｆｉｇｕ￣

ｒａｔｉｏｎ)等(Ｍｉｌｌｅｒꎬ ２０１７ꎻ Ｍｉｎｔｚｂｅｒｇ ｅｔ ａｌ.ꎬ２００１)ꎮ

但明茨伯格等在 «战略历程» 中列举的十大流

派也没有涵盖东方谋略思想的贡献ꎮ

许多华人学者深受东方谋略思想的影响ꎮ

例如ꎬ 陈 明 哲 创 建 动 态 竞 争 理 论 ( Ｃｈｅｎꎬ

２００９)、 陆亚东与董林雪英提出的跳板理论

(Ｌｕｏ ＆ Ｔｕｎｇꎬ ２００７)ꎬ 完全突破了 Ｒｕｍｅｌｔ 等提

出的四个问题的视角ꎬ 他们的理论模型也跳出

了 Ｒｅｕｅｒ 等 (２０２０) 对战略管理理论划分的三

类: 竞争优势理论、 企业组织理论、 资源配置

和战略投资理论ꎮ

战略 的 未 来 发 展 方 向ꎬ 是 否 如 Ｒｅｕｅｒ、

Ｌｅｉｂｌｅｉｎ 和 Ｌｉ 三位教授提出的多元化、 碎片化

会是一个悲观前景? 战略理论的发展是否应该

回到统一的四大核心经典问题呢? 战略管理领

域并没有收敛于一个单一的理论视角ꎬ 该领域

并没有形成一个 “共享的理论观念、 价值观、

工具和技术” 的学科范式 (Ｋｕｈｎꎬ １９７０)ꎮ 我

们认为这并不是坏事ꎬ 反倒为东西方学者的对

话提供了更多的空间ꎮ 作为一个多学科的研究

领域ꎬ 战略管理除了借鉴经济学、 社会学及心

理学的思想观念ꎬ 还从政治科学、 演化生态学、

生物学、 系统科学及哲学中引入各种概念和理

论ꎬ 进而逐渐形成战略管理领域自己的理论ꎬ

如资源基础观和知识基础观、 行为战略、 竞争

动态、 公司战略、 创新和技术战略、 战略变革、

制度和非市场战略、 利益相关者理论、 战略领

导力等 (Ｄｕｒａｎｄ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７)ꎮ 战略管理领域

中的多元理论范式发展ꎬ 并没有收敛于一个单

一的理论视角ꎬ 而是强化了该领域开放、 弹性

及多元的本质ꎮ 当然ꎬ 东西方战略学者都面对

同样的战略实践ꎬ 例如把组织 (尤其是商业组

织) 作为主要的分析单位ꎬ 识别组织在价值创

造、 价值获取、 价值分配ꎬ 以及实现组织结果

的中介过程 (如创新性、 竞争密度、 变革、 并

购、 联盟、 合法性、 声誉及地位) 方面的差异

(Ｄｕｒａｎｄ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７)ꎬ 这些共同面对的战略实

践又可以把东西方战略学者紧密联系在一起ꎮ

我们用表 １ 比较了东西方战略理论的不同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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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东西战略理论的对话

西方战略管理 东方谋略智慧

核心问题
企业的行为是怎么样的? 为什么企业是异质的? 什么因素决定

了企业的范围? 什么因素决定了企业跨国竞争中的成功或失败?
如何 “不战而屈人之兵”? 如何避实击

虚、 以弱胜强?

“试金石” (绩效标准) 竞争中的成功或失败 组织的生生不息

典型理论 产业观ꎻ 资源观ꎻ 制度观
动态竞争理论ꎻ 跳板理论ꎻ 联系、 杠杆、
学习 (ＬＬＬ) 追赶理论等

主导方法论 因果关系识别 定性比较分析ꎬ 探索更多的可行方法

哲学基础 批判实在论 阴阳整体论

　 　 当战略理论在全球多元发展时ꎬ 中国学者

应该如何做出更大的贡献? 最近一个得到了越

来越多关注和争论的话题是: “中国战略管理学

者应该在中国管理情境中检验西方理论ꎬ 抑或

开发适应中国管理实践的新的理论?” Ｔｓｕｉ

(２００４) 及井润田等 (２０２０) 认为应该扎根本

土情境做有意义的本土化研究ꎮ 李海洋和张燕

(２０１６) 认为应该把中国情境或实践放到更普适

化的理论背景中去讨论ꎬ 并在普适化理论与中

国情境之间进行反复的验证ꎬ 以达到理论创新

的目的ꎮ 武亚军 (２０１５) 认为我们应该借鉴西

方管理学和战略管理领域的多元研究范式和方

法论ꎬ 扎根于中国管理实践ꎬ 来发展 “管理的

中国理论”ꎮ 我们的立场是ꎬ 中国学者要将东方

谋略思想与实践的丰富结合起来ꎬ 从方法论上

实现创新与整合ꎬ 从而提出有中国特色的战略

实践与理论ꎮ

研究方法的选择和应用在很大程度上决定

了知识创造的质量ꎬ 以及对战略管理领域的知

识贡献ꎮ 我们先对 Ｒｅｕｅｒ 等 (２０２０) 推崇的因

果关系的识别作为核心方法论进行评价ꎬ 在方

法论多元化的框架下ꎬ 我们认为以定性比较分

析 (ＱＣＡ) 的复杂因果方法可能更符合东方谋

略渊源ꎻ 然后我们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发展的

时代背景下ꎬ 提出战略管理领域方法论的创新ꎮ

二、 因果识别能涵盖东方谋略

思想中的 “庙算” 吗?

　 　 给定战略管理领域研究现象的复杂性ꎬ 以

及内生性问题ꎬ 实证上确立因果关系是非常有

挑战的 ( Ｈａｍｉｌｔｏｎ ＆ Ｎｉｃｋｅｒｓｏｎꎬ ２００３ꎻ Ｒｏｃｈａ

ｅｔ ａｌ.ꎬ２０１９)ꎮ Ｊｏｎｅｓ (１９８５) 认为实验研究是解

释变 量 之 间 因 果 关 系 最 强 有 力 的 技 术ꎬ

Ａｎｔｏｎａｋｉｓ (２０１７) 及 Ｅｄｅｎ (２０１７) 也认为实验

方法 是 科 学 研 究 的 “ 黄 金 标 准 ”ꎮ Ｃｏｌｑｕｉｔｔ

(２００８) 呼吁更多采用实验研究方法的论文投稿

至 ＡＭＪꎮ 尽管实验研究方法非常重要ꎬ 但是它

在战略管理领域中的应用还非常有限ꎬ 尤其是

实验室研究 (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ｙ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ｓ)ꎬ 这在很大

程度上是由于长期以来对实验研究缺乏现实主

义、 经常使用学生作为被试对象ꎬ 以及较低的

外部效度的批判 (Ｃｏｌｑｕｉｔｔꎬ ２００８) 所造成的ꎮ

对实验室研究的批判导致很多战略管理领域的

研究者采用非实验的、 问卷为基础的研究方法ꎮ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实验方法被完全忽视ꎬ Ｇｒａｎｔ

和 Ｗａｌｌ (２００９) 强调准实验研究 (ｑｕａｓｉ－ｅｘｐｅｒ￣

ｉｍｅｎｔｓ) 的好处ꎬ 以及现场试验 ( ｆｉｅｌｄ ｅｘｐｅｒ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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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ｅｎｔｓ) 对战略领域的贡献 ( Ｃｈａｔｔｅｒｊｉ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６)ꎮ

战略管理领域有一些比较有趣的现象ꎮ 如

塑造一种强的公司文化、 雇用新的 ＣＥＯꎬ 或者

开发一种新的能力ꎬ 这些都与企业绩效相关ꎬ

但是它们并不是在企业中随机发生的ꎮ Ｃｈａｔｔｅｒｊｉ

等 (２０１６) 提出了方法论的创新ꎬ 通过使用

“小” 实验来回答战略领域中的 “大” 问题ꎬ

研究者可以使用现场试验创造外生差异来识别

无噪声的因果关系ꎬ 这可以使研究者去做问题

驱动的研究ꎬ 而不是受限于现有的观测数据ꎮ

此外ꎬ 现场试验还可以评价企业内部特定的过

程和活动ꎬ 但是传统的数据来源并不能提供有

关内在过程的细节ꎮ 现场试验的结果变量并不

一定是企业绩效ꎬ 可以是某一变量或行为的前

置因素ꎬ 使用现场试验的方法可以揭示管理者

为了提高企业绩效进行能力开发的行为洞察力ꎮ

战略管理与公司治理领域的一个重要话题

是ꎬ 企业的长期取向是否能够提高企业价值及

促进公司的长期性投资ꎮ 基于代理理论的观点ꎬ

管理者是短视的ꎬ 采取长期取向 (给管理者提

供长期激励) 能够使管理者的利益与长期价值

增加相一致ꎬ 进而增加企业价值ꎮ 如果忽视遗

漏变量的影响ꎬ 直接考察长期取向与企业绩效

之间的关系得出的结果可能是虚假相关的ꎬ 因

为ꎬ 不可观测的因素如管理者能力与投资机会

等ꎬ 很可能同时正向影响企业的长期取向与绩

效ꎮ 因此ꎬ Ｆｌａｍｍｅｒ 和 Ｂａｎｓａｌ (２０１７) 使用准实

验的方法来验证长期取向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因

果关系ꎬ 也即使用股东提案 (长期高管薪酬)

以微弱边际的通过与否 (如 ５０. １％ ＶＳ ４９􀆰 ９％)

来表示高管长期激励的外生变化ꎬ 这种微弱通

过的提案类似于长期激励的随机分配ꎬ 因此能

够提供一个较为 “干净的” (ｃｌｅａｎ) 因果估计ꎬ

研究结果发现长期取向有助于提高企业价值ꎬ

以及促使公司增强创新和培养利益相关者的

关系ꎮ

战略管理领域另外一个比较重要的热点话

题是ꎬ 公司社会责任投资 (ＣＳＲ) 是否能够提

高公司的财务绩效 (ＣＦＰ)ꎮ 有关 ＣＳＲ－ＣＦＰ 关

系的研究激发了大量学者的兴趣ꎬ Ｍａｒｇｏｌｉｓ 等

(２００７) 的研究显示ꎬ １９７２~２００７ 年ꎬ 有 １６７ 项

研究考察 ＣＳＲ－ＣＦＰ 的关系ꎬ 但是传统的研究大

多是将 ＣＦＰ 的度量指标 (Ｔｏｂｉｎ’ｓ Ｑꎬ ＲＯＡ) 与

ＣＳＲ 的度量指标 (ＫＬＤ 指数) 进行回归ꎬ 这样

做的一个局限是 ＣＳＲ 与 ＣＦＰ 之间的关系是内生

的ꎬ 可能会存在其他因素同时影响公司从事

ＣＳＲ 活动ꎬ 以及公司财务绩效ꎬ 比如实施长期

ＣＳＲ 战略的 ＣＥＯ 更可能使公司获取更高的绩效

(由于这些 ＣＥＯ 具有较高的才能)ꎬ 因此ꎬ 使用

传统方法条件下ꎬ ＣＳＲ－ＣＦＰ 的因果推断并不能

得到充分的保证ꎮ 为此ꎬ Ｆｌａｍｍｅｒ (２０１５) 采取

准实验的研究设计ꎬ 使用回归不连续方法考察

股东发起的 ＣＳＲ 提案的微弱通过与否对公司绩

效的影响ꎬ 这样可以保证以 ５０􀆰 １％投票率 “微

弱通过” ＣＳＲ 提案的公司与以 ４９􀆰 ９％投票率没

有通过 ＣＳＲ 提案的公司之间不存在系统性差

异ꎮ 微弱通过的 ＣＳＲ 提案提供了 ＣＳＲ 随机差异

的一种来源ꎬ 这可以被用来估计 ＣＳＲ 与 ＣＦＰ 之

间的因果关系ꎮ Ｆｌａｍｍｅｒ (２０１５) 的研究结果发

现 ＣＳＲ 提案的微弱通过能够显著提高股东

价值ꎮ

这些准实验的方法设计十分精妙ꎬ 令人拍

案叫绝ꎬ 但是否能推广到股东投票以外更广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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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战略实践? 我们深感怀疑ꎮ Ｒｅｕｅｒ 等 (２０２０)

也推荐了识别: 因果关系的一些经典论文ꎬ 但

也警惕地认识到: 过于强调因果关系识别可能

会加速研究的碎片化ꎮ 我们非常同意ꎬ 单一的

因果识别并不能涵盖战略实践的丰富性ꎮ 在

«计篇» 中ꎬ 孙子认为: “夫未战而庙算胜者ꎬ

得算多也􀆺􀆺多算胜ꎬ 少算不胜ꎬ 而况于无算

乎?” 孙子的 “庙算” 涉及对敌我双方 “道、

天、 地、 将、 法” 的各种因素ꎮ 虽然单一因果

识别可以帮助学术上澄清单一要素投入、 条件

改变或者政策变化对产出的影响ꎬ 但要注意这

些学术成果的受控因素很多ꎬ 在战略决策复杂

的因果链下ꎬ 对这些学术成果应用不当ꎬ 可能

会误导战略决策ꎬ 忽视单一因素与其他因素的

耦合ꎬ 可能在战略实践中犯下与赵括一样 “纸

上谈兵” 的错误ꎮ 近年来ꎬ 战略管理领域常常

被批判研究结果有限的可复制性、 统计显著性

检验的局限性 (Ｂｅｔｔｉｓꎬ ２０１２)ꎬ 科学研究与企

业实践之间存在脱节和鸿沟 (Ｈａｍｂｒｉｃｋꎬ ２００７ꎻ

Ｌａｎｄｉｓ ＆ Ｃｏｒｔｉｎａꎬ ２０１４)ꎮ 因果关系识别的方法

论可能是加速这一脱节的原因ꎮ

三、 定性比较分析可以更好地

体现东方谋略思想的格局观

　 　 方法论如何体现 “庙算” 的复杂性? 我们

推荐基于集合的定性比较分析 (ＱＣＡ) 方法ꎮ

ＱＣＡ 方法与战略在复杂因素下决策相同的前提

假设是ꎬ 因果关系并不容易被打开ꎬ 即结果几

乎不是由单一成因导致的ꎬ 成因也几乎不是相

互孤立运作的ꎻ 依据不同的情境特征ꎬ 一个特

定的成因可能会产生不同的甚至相反的结果

(Ｇｒｅｃｋｈａｍｅｒ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０８)ꎮ 孙子最推崇的谋

略ꎬ 是 “全争于天下”ꎻ 同样ꎬ ＱＣＡ 方法认为

因果关系是依赖特定情境和组态的、 是复杂的ꎬ

否定任何形式的恒定因果关系 ( Ｆｉｓｓꎬ ２００７ꎻ

Ｒａｇｉｎꎬ １９８７ꎬ ２０００)ꎬ 关注的是因果性比较复

杂及不同的条件产生相同的结果ꎬ 为此更注重

全胜的 “格局”ꎮ 回归分析通过平均的方法ꎬ 排

除了案例的独特性并且忽略了 “异常值”ꎬ ＱＣＡ

方法与概率性因果推断有着本质区别ꎬ ＱＣＡ 方

法更为关注因果关系的多样性ꎮ 此外ꎬ ＱＣＡ 方

法拓展了因果关系的分析框架ꎬ 因果效应不再

具有一致性ꎬ 一个给定的原因与某些条件组合

时可能对结果产生正向影响ꎬ 而与其他条件组

合时可能产生负向影响ꎮ ＱＣＡ 方法不再假设因

果关系的对称性ꎬ 即某个结果的出现与否可能

需要不同的 “原因组合” 来解释 (伯努瓦􀅰里

豪克斯和查尔斯􀅰Ｃ􀆰 拉金ꎬ ２０１７)ꎮ 组态分析

的多维度、 整体性特征使其在分析战略格局、

多种资源的组合配置、 资源与形势的耦合上具

有优势 (杜运周和贾良定ꎬ ２０１７)ꎮ

ＱＣＡ 方法在战略与公司治理领域的应用也

在不断发展ꎬ 现有研究在考察一个治理机制或

另外一个治理机制的有效性时是比较离散的状

态ꎮ Ｍｉｓａｎｇｙｉ 和 Ａｃｈａｒｙａ (２０１４) 整合现有的理

论和研究识别 “治理集合” 的概念ꎬ 也即治理

机制相互作用形成一个要素相互依赖的系统

(Ａｇｕｉｌｅｒａ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０８ )ꎮ Ｍｉｓａｎｇｙｉ 和 Ａｃｈａｒｙａ

(２０１４) 使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来探讨

Ｓ＆Ｐ １５００ 企业能够获取高盈利性的治理机制的

组合ꎬ 结果表明当 ＣＥＯ 利益一致、 设计与监督

机制是互补存在而不是作为替代存在时ꎬ 企业

能够获取高利润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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ＱＣＡ 方法也可以用于分析资源与形势的耦

合ꎬ 例如企业在不同的制度背景下如何应对来

自股东和员工的压力? Ｇｕｐｔａ 等 (２０２０) 基于

不同国家的企业如何在 “遵从” (优先重视当

地重要利益相关者的利益) 和 “差异化” (优

先重视当地其他公司所忽视的利益相关者的利

益) 之间获取平衡ꎬ 利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

方法 (ｆｓＱＣＡ)ꎬ 识别了利益相关者参与活动、

国家制度、 企业层面的因素与企业绩效之间的

匹配ꎬ 提出了利益相关者参与战略 (ｓｔａｋｅｈｏｌｄｅｒ

ｅｎｇａｇｅｍｅｎｔ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 的类型ꎬ ｆｓＱＣＡ 可以用来

识别组织现象的潜在因果复杂性ꎬ 即多个条件

因素是如何与一个结果因素联系在一起的ꎬ 并

且可能会出现多个路径产生一个特定的结果

(Ｍｉｓａｎｇｙｉ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７)ꎮ Ｇｕｐｔａ 等 ( ２０２０) 的

研究发现强调了把利益相关者参与－高企业绩效

联系在一起的多情境依赖路径ꎮ 西方学者早期

结构学派依赖聚类分析 (ｃｌｕｓｔｅｒ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类型

(ｔｙｐｏｌｏｇｙ) 等方法ꎬ ＱＣＡ 方法的兴起有利于结

构学派的复兴 (Ｍｉｌｌｅｒꎬ ２０１７)ꎮ 但显然东方古

典谋略与注重变革过程的结构学派还是有很大

的不同ꎬ 我们鼓励东方学者通过 ＱＣＡ 方法体现

东方古典谋略之美ꎮ

四、 大数据、 人工智能如何帮助

东方谋略思想的复兴?

　 　 当前的统计模型文化阻止我们更为精确地

预测有价值的结果ꎬ 导致许多理论模型不能体

现某一现象关键的驱动因素ꎬ 也不能充分地吸

收战略决策环境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ꎬ 例如东

方古典谋略中的 “始计” “虚实” “谋攻”ꎮ 我

们期待大数据时代下的预测算法与人工智能能

拓展谋略问题的解决 (Ｐｕｔｋａ ＆ Ｏｓｗａｌｄꎬ ２０１６)ꎮ

例如 «星际争霸 ２» 游戏中战争迷雾 (Ｆｏｇ ｏｆ

Ｗａｒ) 的设定ꎬ 已经非常接近战略决策中的各

种不确定性 (例如 «孙子兵法» 中的 «用间

篇» )ꎬ 而西方战略理论的四大问题却基本没有

涉及如何通过战略试探、 虚实、 内间等策略ꎬ

在不确定性条件下 “利中之害”“害中之利” 的

阴阳转换策略ꎮ 谷歌的 Ｄｅｅｐｍｉｎｄ 则通过人工智

能算法 ＡｌｐｈａＳｔａｒ 为战略展现令人振奋的研究前

景ꎮ 同时大数据科学观是建立在可复制的模型

基础之上的ꎬ 理论和模型可以不断地被检验、

验证及更新ꎬ 这是由于可获得的数据的量 (ｖｏ￣

ｌｕｍｅ)、 多样性 (ｖａｒｉｅｔｙ) 及速度 (ｖｅｌｏｃｉｔｙ) 都

能得到保证 (Ｗｅｎｚｅｌ ＆ Ｑｕａｑｕｅｂｅｋｅꎬ ２０１８)ꎬ 从

而使新训练的机器学习算法为战略拓展新的研

究机遇ꎮ

预测分析在理论构建、 理论检验及相关性

评价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ꎬ 它们也是科学

研究中的一个必要的构成部分ꎮ 尽管预测分析

是一个核心的科学活动ꎬ 但是战略管理领域的

实证模型被因果解释的统计模型所主导ꎬ 统计

推断被用来检验因果假设ꎬ 以及评价潜在因果

模型的解释力ꎬ 但是解释力并不意味着预测力

(Ｆｏｒｓｔｅｒ ＆ Ｓｏｂｅｒꎬ １９９４)ꎮ 目前ꎬ 在批判实在论

的科学哲学下ꎬ 因果解释统计模型对战略管理

领域的理论构建和理论检验处于主导地位

(Ｔｓａｎｇꎬ ２０１７)ꎬ 预测分析在社会科学和战略管

理中的应用还比较稀缺ꎬ 但是预测分析在计算

语言学和生物信息学中经常被使用ꎬ 并且已经

取得了理论上的进步ꎮ 在生物信息学中ꎬ 预测

模型是理解一个生物系统的黄金标准ꎬ 并且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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够使研究者考察疾病的潜在原因ꎬ 帮助他们确

立诊疗方案ꎮ

鉴于此ꎬ 我们战略管理领域的研究应该如

何适应、 发现和利用大数据、 人工智能时代下

的研究机会呢? Ｔｏｎｉｄａｎｄｅｌ 等 ( ２０１８) 认为ꎬ

首先ꎬ 我们要学会适应没有一个 “真正的” 模

型的存在ꎬ 这与东方古典谋略中 “兵无常形”

的理念是一致的ꎮ 多元回归及很多广义的线性

模型衍生物 (逻辑回归、 结构方程模型、 多层

回归模型) 均假设研究中正确的模型正在被使

用ꎬ 但是不幸的是ꎬ 我们的理论很少 “充分地”

发展以囊括所有的甚至很多最为相关的变量ꎬ

此外ꎬ 研究者也许常常并不知道这些遗漏变量

是什么ꎮ 因此ꎬ 我们仅检验非常有限的几个变

量ꎬ 而不能在模型中吸收关键的遗漏变量会对

我们希望从数据中获取的结论的正确性有重要

的影响 (Ａｎｔｏｎａｋｉｓ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０) ———想象一下

战争迷雾对战略决策的影响ꎬ 崇尚理性决策的

麦克纳马拉在越南战争中有血的教训①ꎮ 现有战

略管理研究中的统计方法ꎬ 首先识别最为匹配

的模型ꎬ 然后从被选择的模型中理解结果ꎬ 这

种方法没有意识到我们选择的 “最优模型” 中

存在的不确定性ꎬ 也就是标准化的统计实践忽

视了模型的不确定性ꎬ 导致了过度信心推断ꎬ

以及决策更具风险性 (Ｈｏｅｔｉｎｇ ｅｔ ａｌ.ꎬ １９９９)ꎮ

相比传统的方法ꎬ 大数据分析方法依赖多个模

型或模型的集合ꎬ 不是选择唯一最优的模型ꎬ

并假设它能够正确地描述数据的产生过程ꎬ 模

型集合分析来自已有变量的所有可能的模型ꎬ

使用很多技术来加总结果 (如自举汇聚法、 装

袋法、 提升法、 贝叶斯模型平均法等)ꎮ 集合模

型优于选择的最优模型ꎬ 能够产生更好的预测

准确性 (Ｋａｐｌａｎ ＆ Ｃｈｅｎꎬ ２０１４)ꎮ 另外ꎬ 把战

争迷雾的不确定性吸收进模型或机器学习算法

中能够帮助我们完善现有的理论ꎬ 即识别新的

有意义的我们原本没有意识到的变量ꎬ 例如

ＡｌｐｈａＧｏ 通过机器学习ꎬ 发展出击败人类职业围

棋选手的新策略ꎬ 这些变量与策略可能创新我

们的理论ꎮ 因此ꎬ 大数据与人工智能技术可以

是新的理论 “发现” 和理论构建的一种来源ꎬ

它们可以为现有变量之间的关系和模式提供一

种新的洞察力ꎮ

其次ꎬ 东方古典谋略重视复杂因果ꎬ 例如

«孙子兵法􀅰军形篇» 中 “地生度ꎬ 度生量ꎬ

量生数ꎬ 数生称ꎬ 称生胜” 就是典型的非线性

战略运筹ꎮ 大数据分析方法可以避开传统的线

性假设ꎬ 使我们更容易建立非线性关系模型ꎬ

并且能够更好地获取不连续的改变ꎮ 现代数据

分析方法如随机森林、 人工神经网络及支持向

量机能够识别数据中线性和非线性的模式ꎬ 重

要的是ꎬ 这些技术可以在没有预先设定非线性

存在的确切的模式下来识别非线性关系及它们

之间的交互性ꎮ

最后ꎬ «孙子兵法» 强调 “谋以度量夺ꎬ

变以数称胜”ꎬ 大数据分析技术有利于变量度量

的精进ꎬ 深入识别各种变量从量到质的变化ꎮ

大数据技术可以使我们从更多样化的数据来源

中去度量战略管理领域难以直接观测和度量的

变量ꎬ 如董事长和 ＣＥＯ 的个性特征、 价值观、

① 参见纪录片 «战争迷雾» (Ｔｈｅ Ｆｏｇ ｏｆ Ｗａｒ)ꎬ 美国著名独立纪录片导演埃罗尔􀅰莫里斯 (Ｅｒｒｏｌ Ｍｏｒｒｉｓ) 编导ꎬ 获第 ７６ 届奥斯卡

最佳纪录片奖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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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偏好ꎬ 董事会与高管的认知能力、 注意力

分配等重要概念ꎮ

五、 结语: “见群龙无首ꎬ 吉”

Ｒｅｕｅｒ、 Ｌｅｉｂｌｅｉｎ 和 Ｌｉ 三位教授呼吁我们要

利用独特的中国现象、 实践及制度背景来拓展

战略管理理论ꎬ 同时也要我们警惕为了追逐战

略管理领域的因果识别而进行因果识别ꎬ 提出

现有因果识别方法的不完美和局限性ꎮ 我们同

意他们的观察ꎬ 过度关注因果识别ꎬ 过度追求

实证结果的显著性ꎬ 会导致研究者过于重视一

些特殊数据比较可得的项目ꎬ 而忽视组织中本

身有趣的、 更有价值的战略管理问题ꎮ

为了打破战略研究碎片化的困境ꎬ Ｒｅｕｅｒ 等

(２０２０) 呼唤回到四大经典战略大问题ꎬ 实现更

好的理论整合ꎮ 我们用表 １ 比较东西战略理念

的不同ꎬ 提出不同看法ꎮ 中国学者可以从东方

古典谋略中汲取养分ꎬ 结合方法论的多样性ꎬ

利用各种不同研究方法 [如统计推断、 实验、

准实验、 现场试验、 回归不连续方法、 案例研

究方法、 定性比较分析 (ＱＣＡ)、 大数据和 ＡＩ

预测技术等] 的优缺点ꎬ 充分对现有研究方法

进行整合、 互补式利用ꎬ 进行战略管理领域研

究方法论的创新ꎬ 进而更好地检验、 发展和构

建战略管理理论ꎮ 中西对话可以使方法论更加多

元ꎬ 与 Ｐｒａｔｔ 等 (２０２０) 最近提出的 “方法的拼

凑” (ｍｅｔｈｏｄ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ｂｒｉｃｏｌａｇｅ) 的概念相一致ꎬ

他们认为有很多方式做高质量的质化研究ꎬ 但是

方法拼凑为我们思考方法的多样性提供了一个

框架ꎮ 而东方古典谋略则早为我们战略理论的

创新与建构打下深厚的基础ꎬ 借助方法的装备ꎬ

贵德畜之ꎬ 尊道生之ꎬ 群龙无首之时ꎬ 就是天

道最大的吉祥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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